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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change obviously, and due to the low consumption rate, roots and tubers don't fit 

to be processed on tools with smooth surface. 

4)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starch analysis of Lujingcun, classification of 

modern starch grains form root and tubers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in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arch grains form ancient sites; redefining starch grains in ancient 

sites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towards ancient plant 

utilization.  

5) From all of the root and tubers in prehistory, Dioscorea spp.was most widely 

used in all the regions in China, plants from Trichosanthes, Nelumbo, Trapa and 

zingiberaceae were also visible from northern to southern China, Lilium and fritillaria 

were more common in the northern region. Various kinds of plant reflect the obvious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such as Cynomorium songaricum  

tends to live in grassland environment, and aquatic plants, like Nelumbo, water pack, 

talisman, reflect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near the site and human‘s 

utilization of aquatic resources. 

6) The unearthed frequency of roots and tubers in in the north area of North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area showed an uprising trend and when it came to the late 

Neolithic, tuberous plants became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human being; while 

percentages in the south area of North China fluctuated with the time, unearthed 

frequencies he upper Paleolithic and middle Neolithic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early Neolithic and late Neolithic; In addition to the middle Neolithic, the unearthed 

frequency of roots and tubers in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was always high, and the 

types of tuberous plant were richer than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prehistoric China; roots and tubers; starch grain analysis; man- land 

relationship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3589408000574#bib35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3589408000574#bib3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3589408000574#bib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3589408000574#bib5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3589408000574#bib13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3589408000574#bib13




中国史前块根块茎类植物利用 

4 

 

1）丰富中国现代淀粉粒数据库并建立相关鉴定标准，为后续鉴定工作的展

开提供支持。 

2）通过模拟不同的加工方式对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在形态特征的改变，

总结其变化规律，提升我们对古代遗址出土淀粉粒鉴定的准确性。 

3）对史前遗址发现的块根块茎类淀粉粒进行具体的鉴定工作，充实我们对

古代人类利用的植物资源种类的认识。 

4）通过淀粉粒组合探讨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史前人类对自然的适应模式，

并讨论各地区的异同。 

这一研究对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人地关系，促进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

究的有机融合，推动地理学、植物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发

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2 研究现状 

1.2.1 现代植物淀粉粒研究 

淀粉是水和二氧化碳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合成的天然高聚物,以淀粉颗粒的

形式贮存于植物的块根块茎及果实（种子）里（Salman et al., 2009）。淀粉是来

源丰富的可再生性资源，也是植物能量贮存的形式之一，它为人类提供 50%～70%

的热量(Atkins et al., 2001)。自然界中的淀粉种类繁多，成千上万，按来源不同

可分为禾谷类淀粉，包括玉米（Zea mays）、大米、大麦（Hordeum vulgare）、小

麦（Triticum aestvum）、燕麦（Avena sativa）、高粱（Sorghum bicolor）和黑麦（Secale 

cereale）等；薯类淀粉，包括甘薯、木薯、马铃薯和山药等；豆类淀粉，包括蚕

豆（Vicia faba）、绿豆（Vigna radiata）、豌豆（Pisum sativum）和赤豆（Vigna angularis）

等；及其他淀粉，包括香蕉（Musa nana）、白果（Ginkgo biloba）、西米（Metroxylon 

spp.）等(耿凤英, 2010)。淀粉的用途多样，在人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供食用和加工食品外,更被广泛地应用于纺织、造纸、医药、铸造、胶粘、冶

金、化工、石油等行业(Whistle, 1987; 张燕萍, 2001; 邓宇, 2001)。 

1.2.1.1 淀粉粒形态学研究 

淀粉粒是由一个或若干个淀粉分子组成的聚集体。一般淀粉颗粒的含水量约

为 10%,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占淀粉颗粒干基的 98%～99%,其余为少量的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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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 1988; Gelders et al., 2005)、矿物质及磷酸酯（Copeland et al., 2009）。

淀粉的颗粒特性主要是指淀粉颗粒的形态、大小、层纹、十字消光和晶体结构等。

淀粉颗粒结构非常复杂，尽管人们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目前仍未彻

底搞清其真正的结构。 

淀粉粒形状多样,包括球形、椭圆形及多边形等（Li et al., 2007）。不同品种

淀粉的颗粒大小存在差别，一般以颗粒的长轴的长度表示淀粉粒大小，粒径从几

微米到 200μm 之间。淀粉粒类型包括单粒、复粒和半复粒。复粒淀粉粒由若干

分粒相聚合而成。半复粒在复粒淀粉粒外周又有共同的层纹将各分粒包围在内,

脐点 2 个或多个(刘云亭等, 2003)。 

不同种属的淀粉颗粒由于遗传背景和生长环境的不同在形状和大小方面存

在差异，这是判断淀粉种属的依据之一(Tester, 1997; Panozzo et al., 2000)。即使

是同一种来源的淀粉颗粒大小和形状也有差异，如小麦淀粉粒分为大小两种，大

的一般为透镜体状，小的为卵形。淀粉颗粒的形状大小常常受种子生长条件、成

熟度、直链淀粉含量及胚乳结构等的影响。 

很多种类的淀粉粒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层纹(Tang et al., 2006)。这是

淀粉颗粒内部密度不同的表现，每层开始时密度最大，以后逐渐减小，到次一层

时密度又陡然增大，一层一层地周而复始，结果便显示为层纹，其中以部分薯类

淀粉粒的层纹最为明显（图 1.1）。一般认为淀粉粒层纹的形成是由于它在生长过

程中质体的周期性活动的结果,各层之间的密度及含水量各不相同,形成了环状

纹理。淀粉颗粒的各环层共同围绕着一点向外扩散，这一点称为粒心，一般称为

脐点。脐点的位置随淀粉种类而异，一般谷类淀粉的脐心位于中央，而部分薯类

淀粉的脐点则偏于一端。很多植物的淀粉粒存在穿过脐点的裂隙，裂隙形状多样，

比较常见的有线形、星形、横断形等，通过统计不同种类植物淀粉粒裂隙的有无

和形状也是进行鉴定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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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淀粉粒形态图 

Fig.1.1 the morphology of starch 

淀粉是一种天然多晶聚合物, 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是淀粉颗粒的两种主要

组分（Evers et al., 2004; Alexander and Zobel, 1988）。天然淀粉为部分结晶，淀粉

颗粒主要由结晶区和无定形区组成，介于结晶和非晶之间还存在着亚微晶结构，

结晶区和无定形区并无明确界线，变化是渐进的。结晶区约为颗粒体积 25%～

50%，主要是由支链淀粉结构元素所形成(Goesaert et al., 2005; 黄强等, 2004)。

由于淀粉颗粒内部存在着结晶结构和非结晶结构，用偏光显微镜来观察淀粉颗粒

时，可以观察到偏光十字，主要是因为淀粉的分子链在结晶区是有序排列的，而

在无定形区是无序排列的，由此产生各向异性现象,从而在偏振光通过淀粉颗粒

时形成了偏光十字(Muhrbeck, 1991; 张力田, 1988, 1992; Allah et al., 1987; Gernat 

et al., 1990)。在块根和块茎类淀粉中，结晶区仅由支链淀粉组成，而直链淀粉存

在于无定形区；谷物淀粉结晶区中支链淀粉仍是最重要组分，但直链淀粉与脂复

合形成较弱结晶结构(Van Der Maarel, et al., 2002)。淀粉粒的偏光特征是我们进

行鉴定植物来源的重要指标，研究认为，结晶结构的差异是由植物固有的生理条

件和环境因素(温度、光照等)二者所决定的(梁勇等, 2002)。 

1.2.1.2 现代植物淀粉粒形态对比 

大量的植物学研究表明，利用淀粉粒的形态指标可以用来将它们进行科、属

甚至种间的区分(Perez et al., 2010)。一般来说，不同科间植物的淀粉粒形态相对

较为容易区分，比如食用豆类淀粉粒多为肾型、禾本科植物淀粉粒多为多边形；

但是同一科、属的近缘植物产生的淀粉粒则较为相似，有时很难区分，必须对它



第一章 引言 

7 

 

们进行统一的统计测量、对比分析才能区分出具体的差异，从而建立近缘植物淀

粉粒的鉴定标准，为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提供依据和准则，提高我们鉴定古代淀

粉粒的精确性。这类统计分析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国内外均有进

行。 

早在 20 世纪初期，国外学者 Reichert（1913）就对一百多种植物淀粉粒进

行了研究。Piperno 等（1998）在热带美洲地区采集块根块茎类、豆类、禾本科

等 17 种植物，通过淀粉粒形态特征的研究有效地将古代遗址中出土的淀粉粒进

行了区分和鉴定；Torrence 等（2006）分析了天南星科、薯蓣属、姜科

（Zingiberaceae）、蕨科（Pteridiaceae）、百合科（Liliaceae）等植物淀粉粒形态

特征，将太平洋地区现代不同科属植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Fullagar 等(2006)

对 5 种芋属植物（Colocasia spp.），8 种薯蓣属植物(Dioscorea spp.)，以及淀粉

粒形态和部分薯蓣属植物的淀粉粒极其相似芭蕉属植物(Musa spp.)进行了形态

的对比分析，并利用特殊形态特征等指标将它们在种间进行区分；Lentfer（2009）

将采集于新几内亚芭蕉科的 109 种植物淀粉粒作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并将它

们在属、野生种以及栽培种间进行区分，证明了芭蕉科植物淀粉粒在植物考古中

的应用潜力。 

在我国，杨晓燕等（2009a）分析了中国北方 7 种主要坚果类淀粉粒，发现

除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未发现淀粉物质以外，其余 6 种坚果淀粉粒不

仅可以与其他科、属进行区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进行种间的区分，为我

们进行坚果类淀粉粒的具体区分提供了基础。杨晓燕等（2010a）还对中国北方

现代粟（Setaria 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及其近缘种青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糠稷（Eriochloa villosa）和野黍（Panicum bisulcatum）进行了形态对

比，得出区分它们的鉴定标准。Yang 等（2013b）对小麦族 7 属 10 种植物淀粉

粒做了形态对比后，不仅将小麦族植物与其他科属植物进行了区分，同时也将小

麦族植物的鉴定从族级达到属级；王强等(2013)对我国食用豆类 12 个品种进行

了测量分析，发现此类淀粉粒虽然具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但是不同品种仍然具有

可以区分的特性，如红小豆平均粒径最大，回回豆（Cicer arietinum）粒径最小，

野大豆（Glycine soja）大多具有凹坑，层纹模糊，基本不见裂隙，为我们鉴定豆

科植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Liu 等（2014）通过对薏苡、粟、黍的粒径、消光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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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以及特殊消光特征对它们进行比较有效的区分。万智巍等（2011）对 13

种中国南方常见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粒径、二维形状、

表面特征、脐点位置、单复粒、消光臂形态、长短轴比值以及针状草酸钙晶体等

一系列指标，对山药、莲藕（Nelumbo nucifera）等块根块茎类植物进行了一定

程度上的区分。另外杭悦宇等（2006）在中药学上基础分析了我国 40 种薯蓣属

植物淀粉粒，对它们进行了形态特征的统计分析，为我们进行块根块茎类植物的

鉴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1.2.1.3 基于淀粉粒形态的现代模拟试验 

相较于孢粉和植硅体，淀粉粒包含相对脆弱的有机物，并且很容易被微生

物等破坏，所以淀粉粒掩埋前后经历的一系列过程比如研磨、蒸煮、烘烤、发酵、

酶解等会破坏淀粉粒的形态，导致我们很难对古代淀粉粒进行鉴定。本来在考古

遗址中能够保存下来的淀粉粒数量相较于大植物遗存就比较有限，所以通过模拟

古代人类对植物不同加工方式对淀粉粒的形态和结构的影响，我们才能提升淀粉

粒的鉴定率，更加完整地了解古代人类利用植物的情况，并且得知石器的功能，

进而阐释人类的行为。 

Henry 等（2009）用研磨、烹煮、烘焙、发酵等不同的烹饪方法对 4种豆科

（Leguminosae）植物和 6种禾本科植物进行了模拟实验，发现同一植物的淀粉

粒形态在不同的烹饪方法下会产生不同的改变，并且相同的烹饪方法对不同植物

淀粉粒形态在下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烹饪过程一般会使淀粉粒粒径增大，消光

消失，呈现糊化状态。葛威等（2010）对小麦、粟、黍进行碾磨实验后发现淀粉

粒消光臂宽度的增加，并且消光区域扩大；进行水煮实验后发现淀粉粒层纹变得

清晰，烘焙则可以保持淀粉粒的原有轮廓，并且在一定程度可以保存消光特征。

戴金（2013）等同样通过蒸煮实验,证明了温度和水分的变化对淀粉粒形态可以

造成不同程度的改变。马志坤（2014）对粟、黍、狗尾草种子进行了脱壳和研磨

实验，发现去壳处理对淀粉粒的大小和形态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研磨的加工方

式却可以淀粉粒的粒径增大，并且表面形态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吕厚远等（2015）

对喇家面条的现代蒸煮实验显示，绝大多数淀粉粒在开水中加热 3-5 分钟就失去

消光特征，但仍有部分团聚状态的淀粉粒保留十字消光，推测团块淀粉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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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足够的水分而使其自身糊化温度升高。 

1.2.2 淀粉粒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因为淀粉粒可以在石器（Barton, 2007; Fullagar et al., 2006; Pearsall et al., 

2004; Piperno and Holst, 1998; Zarrillo et al., 2008）、陶器（Crowther, 2005; 杨晓燕

等, 2010b）、牙结石(Boyadjian et al., 2007; Henry and Piperno, 2008; Piperno and 

Dillehay, 2008）、土壤（Balme and Beck, 2002）中长期保存，所以淀粉粒分析方

法可以为我们研究植物驯化和农业起源（Barton, 2007; Fullagar et al., 1996, 2006; 

Loy et al., 1992; Pearsall et al., 2004; Perry et al., 2007; Piperno et al., 2000, 2004; 

Zarrillo and Kooyman, 2006）、石器功能（Liu et al, 2010a, 2010b; Fullagar et al., 

1998, 2008; Yang, 2012a, 2012b）、人类生计和社会组织模式（Balme and Beck, 

2002; Henry et al., 2008）提供不可替代的信息。 

1.2.2.1 国外研究进展 

淀粉粒分析考古学中的应用潜力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被人们意识到

（Wittmack, 1905）。但是关于古代淀粉粒的研究在最近 30 年才真正开始并且发

展迅速。Ugent是第一个将古代淀粉粒研究系统地应用到考古学中的现代科学家，

他对秘鲁卡斯马河谷很多遗址中出土的干燥块根块茎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且将

一系列技术手段，如电子扫描显微镜、偏光显微镜、碘染色法、色谱分析法、分

光光度法等应用到淀粉粒的研究中去，推动了古代淀粉粒研究技术方法的进步

（Ugent et al., 1981, 1982, 1984, 1986, 1994）。 

随后淀粉粒分析被广泛地运用到各大洲考古遗址中去，并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的研究成果。Piperno 等对美洲以及中亚等地区早期植物起源进行了大量研究

（Piperno et al., 1998, 2000, 2004, 2008, 2009），她对墨西哥巴尔萨斯河中部地区

9,000BP遗址出土的石磨盘进行了研究，从中提取出的玉米淀粉粒占总数的90%，

说明玉米在新石器早期被该地区被人类加工且驯化，随后与南瓜（Cucurbita 

argyrosperma）一起向美洲其他地区传播；她同样在以色列对旧石器时代晚期

Ohalo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进行了淀粉粒分析，从上面提取出野生大麦（Hordieum  

spp.）和可能为野生小麦（Triticum spp.）的淀粉粒，证明了在距今 12,000 年前

该地区就开始集中利用多种谷物并随后逐步将它们驯化；Perry 等(2007)在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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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等热带中南美洲地区的沉积物、磨石以及陶片残留物中发现辣椒淀粉粒

(Capsicum annuum),说明至少在 6,000 年前甚至在陶器出现之前辣椒就和玉米一

起被人类利用和驯化。 

在大洋洲地区，Loy，Therin，Torrence，Fullagar，Barton 等是早期进行淀

粉粒研究的考古学家，他们在澳大利亚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了较多工作，对

一系类古代遗址进行了淀粉粒研究，发现整个太平洋热带岛屿地区在旧石器时代

就开始食用芋头、薯蓣等块根块茎类植物，并且在万年左右也开始出现栽培行为，

同时长期食用棕榈科（Arecaceae）、芭蕉科（Musaceae）等植物，推动了世界对

该地区早期人类植物资源利用以及后期农业起源的认识和了解（Loy et al., 1992, 

1994; Therin, 1994, 1998, 1999; Fullagar, 1992, 1993; 1998, 2004; Barton, 1998, 

2005, 2007）。 

在非洲及欧洲地区，淀粉粒研究工作也有较为广泛地应用。Williamson

（1997, 2000, 2004）在南非 100,000 年以前的 Rose Cottage 洞穴遗址和距今

300,000 的 Hearth 洞穴遗址的许多旧石器的残留物中都发现有淀粉粒；Mercader

等（2008）对位于西非非莫桑比克尼亚萨峡谷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出土的刮削

器、尖状器、石片等旧石器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高粱、非洲酒棕（Hyphaene 

spp.）、非洲假香蕉（Ensete ventricosum）等植物；在北非的埃及，Samuel（1996）

对距今 3,350 年的 Amarna 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留物进行了研究，从中提取出不同

状态的淀粉粒揭示了古埃及的酿酒技术。Henry 等（2011）通过分析旧石器晚期

尼安德特人的牙结石，发现他们烹饪并且食用大麦类、椰枣（Phoenix spp.）、豆

类以及块根块茎类植物，它们很多还在被现代人食用，这个发现改变了学者们对

尼安德特人以食肉为主的观点，并且证明尼安德特人拥有较为复杂的饮食结构体

系。 

1.2.2.2 国内研究进展 

淀粉粒的研究在我国的应用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主要用于药用植物

学和生药学研究，米景森对 26 种用于食用和药用植物的淀粉粒进行了形态学的

统计研究，其中详细记录了不同植物淀粉粒的形状、粒径、脐点位置、裂隙、层

纹以及偏光现象。淀粉粒研究方法在我国考古中的应用开始较晚，大概在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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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2; Zheng et al., 2015; Ma et al., 2014, 2016; 杨晓燕等, 2009a, 2010a; 刘

莉等, 2010, 2013, 2014; 李明启等, 2010a, 2010b, 2010c; 万智巍等, 2011a, 2012a, 

2012b, 2012c, 2012d; 董珍等, 2014; 杨玉璋等, 2015; 葛威, 2010; 张永辉等, 

2011a, 2011b; 马志坤等, 2014a, 2014b; 王强等, 2008, 2010, 2015; 井明, 2012; 郇

秀佳, 2014; 吴文婉等, 2011, 2014, 2015; 李文成等, 2014; 陶大卫等, 2016)。 

淀粉粒研究方法在我国考古中的应用为我们研究不同地区植物利用模式、农

业起源、植物驯化及传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充实了我们对史前人类生计

方式的认识。Liu 等（2013）对黄河中游的柿子滩 14 地点（23,000-19,500 BP）

出土的 3 个石磨盘进行淀粉粒分析，发现在末次冰盛期该地区人类曾加工利用过

多种植物资源，包括小麦族（Triticeae）、黍族（Paniceae）、豇豆属（Vigna）等

多种植物，说明黍族植物在驯化前曾经过过长期集中采集利用的阶段。Yang 等

（ 2012a ） 对 华 北 平 原 南 庄 头 遗 址 （ 11,500-11,000BP ） 和 东 胡 林 遗 址

（11,000-9,500BP）出土的石器、陶器上的碳化物以及土壤沉积物中淀粉粒进行

了分析，证明了粟、黍类作物在万年以前就被该地区人类种植和利用。杨晓燕等

（2010b）还对浙江跨湖桥遗址陶釜残片内壁的碳化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提取和

研究，共鉴定出稻属（Oryza）、薏苡属（Coix）、豇豆属、栎属（Quercus）等 8

种植物淀粉粒，表明陶釜加工食物的多样性以及人类饮食结构的多样性。刘莉等

（2010）从属于新石器早期的浙江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11,400-8,000BP）出

土的磨石上提取出大量橡子淀粉粒，这与河姆渡和田螺山出土的橡子遗存相吻合，

表明全新世早起长江下游地区人类曾集中加工利用过该类植物。Yang 等（2015b）

在上山遗址的石器中发现大量作为现代水稻田杂草的稗属（Echinochloa spp.）植

物淀粉粒，论证了在新石器早期稗子与水稻同时被人类加工利用，后来随着水稻

的驯化而慢慢被人类所遗弃。 

1.2.3 块根块茎类植物史前利用情况 

1.2.3.1 块根块茎类植物在国外的利用 

因为块根块茎类植物不能很好地碳化保存，所以在考古遗址浮选中很难发现

它们的大植物遗存，并且块根块茎中包含的植硅体也比较少（Pearsall, 1989; 

Piperno, 1998），但是块根块茎类植物中的淀粉粒却能够很好地长期保存在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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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且为人类利用植物提供直接的证据(Barton et al. 1998; Fullagar et al., 1996; 

Perry et al., 2001, 2002; Piperno et al., 1998, 2000, 2004)。块根块茎类植物曾被长

期认为可能是早期直立人的重要食物性资源（Coursey, 1973）,并且是促进人类

体质进步的重要因素（Hawkes et al., 1998; O'Connell et al., 1999）。 

O'Connell 等（1999）和 Wrangham 等（1999）认为人类学会加工非洲野山

药（Dioscorea sp.）是促进人类进化和直立人扩张的重要因素，而人类学会用火

之后则更加提高了这种山药的利用，使人类能够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得以生存。

Mercader (2009)分析了位于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境内距今105,000年的洞穴遗址

的石器，发现早期智人采集非洲野土豆（Hypaxis spp.）等块根块茎类植物。在

旧石器时代，人类几乎没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只能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因而与

现代很多灵长类动物一样，阶段性食物短缺的情况会经常出现，即使是在热带雨

地区（Fullagar et al., 1998）。非洲狩猎采集者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会大量利用地下

块根块茎类植物，并且该类植物资源会成为主要食用对象。 

中南美洲是木薯、甘薯、马铃薯等多种块根块茎类植物的起源地。Ugent 等

（1987,1997）在智利Monte Verde遗址的果皮中发现了当地野生土豆（Solanum sp.）

淀粉粒，证明了野生土豆淀粉粒能够被区分，为研究块根块茎类植物的驯化提供

了可能性。Piperno 等（1998, 2000）在巴拿马的热带低地遗址出土的形似磨盘的

石器上提取到木薯、山药以及竹芋（Maranta arundinacea）等块根块茎类植物的

淀粉粒,为研究这些作物的起源和石器功能提供了有用信息。Perry 等（2002）通

过对秘鲁海岸出土的古代木薯和甘薯淀粉粒与现代淀粉粒的大小进行比较,对古

人类这类块茎作物的驯化行为进行了分析。Pearsall 等（2004, 2006）在厄瓜多尔

的 Real Alto 遗址的石器上提取出木薯、竹芋等淀粉粒,为研究这些作物在该地的

早期利用和驯化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太平洋热带岛屿，芋头、山药等块根块茎类植物在旧石器时代就被人类所

利用，进入到新石器时代逐渐被人类驯化。Summerhayes 等（2010）在新几内亚

高原的 Kosipe Middion 遗址的石器上提取到薯蓣和露兜树（Pandanus tectorius）

的淀粉粒，证明了在距今 49,000 年前现代人刚抵达该地区时就已经开始利用当

地的块根块茎类植物。Loy 等（1992）对大洋洲所罗门群岛 Kilu 遗址（28,000BP）

的石器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天南星科的芋属和海芋属（Alocasia spp.）植










































































































































































































